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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 引言

 血管伤是指血管遭受直接或间接暴力后引起的

血管离断、破裂、血管壁挫伤、内膜撕裂、动脉痉挛

等开放性或闭合性损伤。战时环境下发生的血管伤多

为直接暴力造成的离断、破裂等开放性损伤。血管伤

一直是战争创伤中较为高发的损伤之一。研究[1-2]表

明，由于现代战争中高能量杀伤性武器的应用，战时

血管损伤的发生率是以往战争报道的5倍，近年来伊

拉克战争中血管损伤发生率已经达到4.8％至7％，黎

巴嫩战争中更是达到7.6％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

期间血管损伤患者的围手术期死亡率就高达4.3％。

因此，血管伤早期救治技术的发展将直接关系到伤员

的生命安全和未来生活质量。本文将从战时血管伤的

特点、早期救治技术的进展以及未来展望进行综述。

  1 战时血管伤的特点

1.1 四肢成为高发部位

 血管伤按发生的部位一般分为躯干伤和肢体伤

两类。由于战场防护装置的进步，如防弹衣、防弹

头盔等，使得头部及胸腹部的防护加强，而防护相

对薄弱的四肢则更容易受伤，导致四肢血管伤较躯

体伤更多见。Nitecki等[2]于2010年总结黎巴嫩战争的

血管伤数据后发现，四肢血管伤在血管损伤中大约

占72%。同样，来自伊拉克巴拉德空军基地战区医院

的报告[3]称，在仔细检查了战争中伤员伤情后，发现

在四千多名伤员中有近4.4％存在严重的血管损伤，

其中四肢血管伤占70％。而在四肢血管伤中，上肢

和下肢血管伤分别占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。由此看

来，四肢已成为血管伤的高发部位，这也使未来战

时血管伤的研究更加有针对性。

1.2 高能量损伤更加多见

 在现代战争中，高能量武器的使用率呈现明显

上升趋势，其所致的伤害也愈发常见。2008年Owens 
等[4]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提到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

中爆炸伤已经占到各类伤害总数的78%。战争环境下

血管损伤的发生及严重程度与其受伤机制密切相关。

首先，现代战争中使用的高能量杀伤性武器，如导

弹、榴弹、地雷等爆炸装置，其爆炸后产生的众多大

小不同的高速碎片进入人体后，易造成多方向、深层

次的穿透伤，由此导致的血管伤的概率和严重程度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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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普通战伤高。其次，除了弹片直接穿破、离断血管

外，高能量武器还存在其他致伤机制。Nguyen等[5]研

究显示，弹片在组织中高速摩擦引起的热量、减速时

的剪切力和压缩力以及直接栓塞血管等也可以造成血

管、神经及周围组织的附加损伤。所以，爆炸伤等高

能量损伤高发、致伤机制复杂、多合并伤使战时血管

伤的救治具有很高的挑战性。

1.3 出现严重的出血和感染

 战时血管损伤的另一个特点是易出现严重的出血

和伤口感染。其中，大量的出血可引起低体温、酸中

毒和凝血障碍等症状(俗称 “死亡三联征”)，“死亡三

联征”的出现大大增加了伤员的死亡率。研究表明[6]
，

伤员运送至医疗中心之前，因失血导致的死亡率可

达10%。而伤口感染很可能会演变为败血症或脓毒血

症，引发全身感染。2010年Fox[7]分析了46例战时血管

损伤患者，其中有14例进行了截肢，按受伤时间不同

分为立即(≤48 h，5例)、早期(> 48 h且≤30 d，6例)和
晚期(> 30 d，3例)三组。该研究发现截肢原因多为感

染、移植物血栓形成和慢性疼痛。同样，来自黎巴嫩

战争的数据显示，近80%的四肢血管伤伤员都有不同

程度的开放性骨折，而开放性骨折引起的感染是影响

截肢率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[2]
。所以，感染若不能及

时控制，将直接威胁到伤员生命，此时唯一的挽救办

法是及时截肢，而截肢也代表着肢体救治的失败。

  2 战时四肢血管伤的早期救治技术进展

 一般地，战士在战场受伤后，需在接受早期治

疗24 h后才能顺利脱离战场环境。而由于战场环境恶

劣，医疗条件限制以及后送能力薄弱等原因，战时血

管伤救治很难达到一般医院的救治水平，进而严重影

响了伤员的生命安全。战时血管伤的早期、高效救治

技术一直是军事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。本节主要

就目前的结扎技术、血管重建、血管接入技术等主要

救治技术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。

2.1  结扎技术

 结扎救治技术原理如图1所示，主要采用止血

带、绷带或简易绳索等直接捆绑肢体近心端从而阻断

血管血流以达到止血目的。结扎止血一直被认为是救

治血管伤的最基本方法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战场

医疗资源有限，止血带结扎止血是当时条件下可以接

受且较理想的救治方式。2009年Kragh等[8]对伊拉克

战争中止血带的使用情况和有效性进行了随访研究，

在2 838例肢体受伤平民及军人中有232人使用了止血

带，随访结果显示使用止血带伤员中有31例因伤势严

重死亡，死亡率13%，而未使用止血带伤员死亡率高

达90%。研究显示，止血带结扎在现代战场环境下仍

然可以明显提高四肢血管伤伤员的生存率。但是，

长时间肢体结扎极易导致远端肢体的缺血、坏死，

最后被迫选择截肢。所以在二战期间，虽然采用了

结扎救治但也导致了当时美军近60%的截肢率。近年

来止血带结扎技术也取得了一些进展，先后出现了

计时止血带、卡式止血带、棘轮止血带、全自动止

血带等，其中，卡式、棘轮止血带具有易携带、可

单手操作等优点，计时、全自动止血带具备计时和

报警功能，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止血时间过长导致

肢体坏死的发生[9]
。

2.2 血管重建

 随着保护措施的增加、手术能力的提高以及战场

疏散伤员能力的强化，血管损伤造成的死亡率不断下

降。但是，因动脉结扎造成的截肢率却不断增加，使

得医疗工作者不得不考虑新的救治方式。血管重建是

用临时管道、自体或人工血管等连接血管断端，恢复

血液流通，从而达到血管伤的救治目的。现今战时血

管重建主要包括临时血管分流术和血管移植两方面。

       （1）临时血管分流术

 临时血管分流术（如图2所示）是将临时性导管

插入血管两侧断端，两侧丝线结扎后作为临时血流通

道的一种救治技术。临时血管分流术相比止血带结扎

可以使离断血管复通，不仅可以迅速减少出血，还

图1 止血带结扎的使用
Fig.1 Use of tourniquet ligation

图2 临时血管分流术
Fig.2 Temporary vascular shu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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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暂时保证远端肢体的血液供应，降低截肢率，

为急救复苏、处理其他致命伤以及战场后送赢得时

间。在朝鲜战争期间，美军将血管分流术应用到四肢

血管伤的救治中，从而使截肢率减少到13% 。2016
年Inaba等[10]对213例临时血管分流术的患者进行了调

查研究，结果显示肢体挽救率达96.3%，没有死亡病

例。所以，临时血管分流术在四肢血管伤救治中被证

明是可行的。不过，临时血管分流术救治损伤血管

也面临新的问题。2008年Subramanian[11]的一份研究

报告称，在回顾了10年内接受临时血管分流术的60
人生存情况后发现，术后血管的血栓形成率为5%。

Inaba的研究中也存在5.6%的血栓形成率和1.4%分流

器脱位，血栓形成成为临时血管分流术最常见的并

发症。

      （2）血管移植

　　血管移植是使用替代血管对损伤血管进行重建，

常见的替代血管是自体的隐静脉和膨体聚四氟乙烯

（ePTFE）人造血管。自体隐静脉作为移植物属于自

体移植，具有无排异、血管功能正常、获取及时等优

点，据报道[12-13]
，隐静脉移植救治血管损伤曾在阿富

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备受青睐，图3是股动脉损伤后

用对侧隐静脉进行的血管移植。2015年Watson等[13]对

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自体静脉和膨体聚四氟乙烯

（ePTFE）人造血管的效果进行研究发现，自体隐静

脉移植到外周血管后8年内血栓形成率只有23%，而

膨体聚四氟乙烯（ePTFE）人造血管则高达69%。不

过自体隐静脉的获取时间较长、操作技术要求较高以

及隐静脉的直径无法最佳的匹配受伤血管管径等原因

使静脉移植的应用受到限制，同时，血管伤在四肢的

多发性，理论上减少了移植物的供应来源，因此这些

特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静脉移植的应用。

 随着生物材料学的迅猛发展，膨体聚四氟乙烯

（ePTFE）人工血管（如图4所示）以其良好的生物

相容性、柔韧性以及特有的微孔结构在医学领域开始

图3 隐静脉移植
Fig.3 An interposition graft of saphenous vein

作为血管的替代品，并且迅速得到广泛应用。Watson
等[13]研究显示，膨体聚四氟乙烯（ePTFE）人造血管

参与了美军十年来近百分之六战时血管伤的动脉重

建，在战时血管伤救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与自

体血管移植组的对比中，膨体聚四氟乙烯（ePTFE）
人造血管具有同样的有效性和持续性，尽管血栓、

感染等并发症的几率较自体血管移植高，但其来源

充足、管径种类多、操作简单等优点也是自体静脉

移植所无法替代的。因此，Walter Reed团队[14] 曾提

出了一种设想，膨体聚四氟乙烯（ePTFE）人造血管

仅作为没有合适移植物或严重损伤患者的暂时动脉重

建，在伤员后送和恢复肢体灌注后，外科医生再择

期进行自体血管的移植。因此，鉴于膨体聚四氟乙

烯（ePTFE）人造血管不错的移植有效性以及众多优

点，可以将其作为早期血管重建的首选之一，而在长

期效果方面，对其并发症的预防或替代技术可以作为

后续研究的重点。

2.3 血管介入技术

 血管介入技术是指在医学影像设备的引导下，

利用穿刺针、导丝、导管等装置经血管途径进行诊断

和治疗的血管救治技术。2004年Fox[15]在首次描述了

血管造影在评估战场血管伤人员中的巨大应用前景，

发现在进行血管造影的受伤人员中，有一半以上的伤

员存在隐性血管损伤。2010年Nitecki等[2]在511例因战

伤收治的患者中筛查出39例有血管损伤，其中62%是

由CTA诊断出，38%由手术探查诊断出，图5是CTA
成像后显示血管伤患者左下肢股动脉损伤以及右下肢

内含多个弹片。在该研究中CTA可以快速采集数据和

重建图像，准确性和特异性可达到90%~100%。在血

管伤治疗方面，2008年Rasmussen等[16]首次证明了血

管介入技术在战时损伤中治疗的有效性和可行性。他

在研究中发现，13％的血管损伤用血管介入治疗效果

显著，如颈动脉、骨盆血管损伤等，血管介入治疗可

以通过栓塞、支架植入、过滤器植入等直接治疗或间

接辅助开放性手术的进行，并且该技术可以减少失血

图4 膨体聚四氟乙烯人造血管
Fig.4 Polytetrafluorethylene(ePTF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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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生理应激，有效性更加明显。Desai[17]等于2014
年对28例外周动脉早期损伤病例进行了介入技术治

疗，手术全部成功，并且45 d后肢体挽救成功率达

92%，从而验证了介入技术治疗血管伤的早期有效

性。综合血管介入技术的诊断及治疗，可以肯定血

管介入技术早期救治四肢血管伤的应用效果。但该

技术实际操作仍然较为耗时，无法应对战争时期大

批伤员的快速诊断和处理，且治疗后的长期疗效还

未有报道，所以对该技术在战场救治的应用仍然需

要做进一步研究和优化。

               

  3 未来展望

 战场之外，新的血管救治技术仍在不断研究中，

这些技术还未曾在战时血管伤救治中报道，多在临床

试验阶段，其中包括机械吻合法、粘合剂吻合法、激

光吻合法等。

 利用针环原理的血管吻合器为代表的机械性吻

合技术具有操作迅速、不易缩窄、通畅率高等优点，

该技术在临床中已经广泛应用于静脉血管的吻合[18]
。

对于动脉吻合，北京积水潭医院[19]于2013年尝试用

COUPLER血管吻合器修复上肢动脉，在后续的随访

中初步验证了COUPLER血管吻合器快捷、安全、有

效地修复上肢动脉的临床效果。不过，吻合器吻合也

存在较为棘手的问题，包括吻合口血管僵硬、血管管

径受限、外膜易形成异物肉芽肿等[20]
。

 以氰基丙烯酸酯医用胶、光敏化学组织粘合剂等

为代表的化学合成材料和以纤维蛋白胶、血浆戊二醛

胶等为代表的生物组织材料是目前粘合吻合法研究的

两个热点方向。研究表明[21]
，氰基丙烯酸酯医用胶具

有迅速吻合、操作方便、抗张强度可靠、抗菌性等优

点，但其也存在热损伤、组织毒性、在与液体接触时

粘合力小等缺点。纤维蛋白胶利用血液凝固原理，在

接触血液时其所含的纤维蛋白原和凝血酶两种组分发

图5 计算机断层摄影血管造影术
Fig.5 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(CTA)

生作用生成不溶的纤维蛋白，因为是生物合成材料，

纤维蛋白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，同时也具有止血

效果好、操作简单等优点。而它的不足则在于价格昂

贵、易形成血栓、强度不够等，不过该方法配合针线

缝合时优势互补，取得了不错的吻合效果[22]
，这也给

未来的救治方式带来了启发。

 随着激光器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血管吻合提出的高

要求，激光吻合法近些年来也取得了很大进展，是极

具前景的一种吻合方法。激光吻合通过光效应转变为

热效应而使吻合处组织的胶原蛋白发生溶解、凝固，

即发生焊接现象。激光吻合法具有降低损伤、减少出

血、功能恢复快、微创等优点，是其他技术所未能达

到的，但同时其初期抗压强度小、需辅助材料、易形

成假性动脉瘤等缺陷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克服[23]
。

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研究的不断进展，战时四肢

血管伤的早期救治已经由单纯的结扎进展为应用临时

血管内分流术、静脉或人工血管移植、血管介入技术

等多种先进救治方式；也由开始的以止血为主到以止

血、保肢、抗凝、恢复、微创等多因素考虑的救治方

式。同时，新的血管伤救治技术还在继续研究中，多

种救治技术优势互补的理念也在尝试，相信不断发展

的新技术会更加适应现代战争血管伤的特点，为未来

战争中血管伤的早期救治提供更有力的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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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

螺钉的应力集中，防止了对股骨干的二次伤害。

　　在本研究中，在保证研究结果准确性的前提下对

分析模型进行了较多简化，并作出了大量的假设，有

效保证了研究的简便性。但在进行外力加载时，仅考

虑了单腿站立状态下主要轴向受力的影响，而实际往

往受到肌肉及韧带等软组织的影响，后续将考虑在正

常步态下综合受力的研究。虽然整个有限元分析过程

存在着些许有待改进之处，但分析结果与临床反馈相

匹配。在该课题的后续研究中，将逐渐完善分析中的

不足，努力为临床医疗提供更加简便有效的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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